
书书书

＊作者简介：蔡守秋，上海财经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会长。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当代中国公众共用物的良法善治研究》（项目编号：１３＆ＺＤ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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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综合生态系统到综合调整机制
———构建生态文明法治基础理论的一条路径

蔡守秋＊

摘要：“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是对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的通俗表
达，反映了自然生态规律和生态学的方法、理论和原则，说明宇宙是多维的、世界是
立体的、社会是综合的、思想是多样的。从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
即综合生态系统的观念出发，本文倡导在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中采用 “主、
客综合”的研究范式，实行综合调整机制，并将综合调整机制概括为九个 “三”。认
为环境资源法学应该在兼顾三种人性的基础上，强调人的共利性、共享性和生态性；
在兼顾三种法律人模式的基础上，强调人是具有非排他性的共利者即生态人；在兼顾
三种组织的基础上，重视公众和非政府非企业组织即第三部门的作用；在兼顾三种物
的基础上，突出具有非排他性的公众共用物；在兼顾三种主义 （或思想）的基础上，
重视共同享受主义或共享思想；在兼顾三种权利的基础上，重视具有非排他性的公众
共用物享用权；在兼顾三种损害的基础上，强调环境生态损害或纯粹的环境生态损
害；在兼顾三种诉讼的基础上，强调因纯粹环境资源生态损害而提起的环境资源公益
诉讼；在兼顾三种关系基础上，强调法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在兼顾三种调整机
制的基础上，强调第三种调整机制或社会调整机制。
关键词：综合生态系统；综合调整机制； “主、客综合”范式；生态文明法治；环境
资源法学

引言

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是有关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的原理、原则、观念和方
法的总称，〔１〕其中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是其核心概念；或者说，综合生态系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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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论包括生态系统方法和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方法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简称ＥＡ），简称生态方法 （Ｅｃｏ—ａｐｐｒｏａｃｈ）、生态化方法或生态学方法。综合生态系
统管理 （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ｅ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ＥＭ ），又称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 （ＩＥＭ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有人译为综合生态管理方式、途径）、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念。后者是前者在环境资
源管理和环境资源法制建设中的应用，即人们将生态系统方法运用到对环境资源或生态系统的
管理上，就逐步形成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理论；或者说，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是生态系统方法在
环境资源管理和环境资源法制建设领域运用的产物，是生态系统方法的集中反映、重要表现和
典型代表。在实际运用中，人们在不同场合往往不加区别地使用生态系统方法、生态方法、生
态化方法、生态学方法、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等术
语。２００４年召开的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第七次会议通过的 《生态系统方式决定》（ＵＮ－
ＥＰ／ＣＢＤ／ＣＯＰ／７／２１，ＶＩＩ／１１生态系统方式）指出： “生态系统方式是综合管理土地、水和生
物资源，公平促进其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战略。生态系统方式的应用将有助于实现 《公约》以
下三个目标的平衡：保护；可持续利用；以及公平和公正分享基因资源的利用所带来的利益。
此外，生态系统方式已被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认可为加强可持续发展和减缓贫穷的一
个重要手段。”从环境资源法学上进行概括，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是指管理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
的一种综合管理战略和方法，它要求综合对待生态系统的各组成成分，综合考虑社会、经济、
自然 （包括环境、资源和生物等）的需要和价值，综合采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综合运用行
政的、市场的和社会的调整机制，来解决资源利用、生态保护和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以达到
创造和实现经济的、社会的和环境的多元惠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２〕

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在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一个重要体现是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
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
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
态的系统性破坏。”〔３〕２０１５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强
调：“树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
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
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４〕按照上述认识，山水
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主要包括以下涵义：一是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
其内在规律；二是在包括经济建设、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要统筹考
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三是对包括山水林田湖
在内的环境资源要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四是强调环境保护、修复、治理的目
的是为了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
笔者认为，表面上看，山、水、林、田、湖代表五种不同物体 （或五种不同的环境要素、

自然资源），但实际上山、水、林、田、湖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生态系统整体。所
谓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就是指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整体是一个富于生命力的生命共
同体，包括山水林田湖在内的资源环境生态是人的命脉、人与包括山水林田湖在内自然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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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守秋：《基于生态文明的法理学》，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４９页。
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９日）》，载 《人民
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２０１５年９月），载 《光明日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２日 第２版。



统是生命共同体。生态学的真谛是整体论，生态系统最基本的特征是它的整体性，整体性表明
生态系统各种因素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说明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人类
也只是人类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对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的进一步深化，是
将人类生态系统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类共同体、人与自然共同体，是走 “共生共存、和谐
相处、共治共理”的道路。所谓共生共存，就是人与 “山水林田湖”相互依存、不可或缺，休
戚相关、生死与共。所谓和谐相处，就是人与包括 “山水林田湖”的大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
展。所谓共治共理，就是建立既相互独立、相互监督，又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环境生态治理
体系，对包括山水林田湖在内的环境资源生态进行统一保护与统一修复。正是基于上述认识，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转变成了生态文明体制的指导思想，即：生态文明建
设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尊重自然、顺从自然和保护自然；必须按照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
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
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环境治理是
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５〕“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抓好生
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的落实，切实把能源资源保障好，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
好，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６〕

笔者认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既是一个基于当代生态学的理念，它
反映了自然生态规律和生态学的方法、理论和原则，是对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的通俗表达；
也是一个富于哲理性的生态伦理理念，它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生态文明观 “尊重生命”、“尊
重自然”的精神；还是一个基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的理念，它是中国人民在环境
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中总结提炼形成的宝贵经验；更是一个对世界和社会的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它说明宇宙是多维的、世界是立体的、社会是综合的、思想是
多样的。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即综合生态系统的观念，是对经典的 “主、客二
分”的超越。传统的法学研究范式是 “主、客二分”（又称 “二元论”、“二分法”），它将法学
研究的对象机械地划分为截然对立、非此即彼的两个基本方面或两种基本状态，例如个人主义
和集体主义、私法与公法、私权与公权、公共所有财产和私人所有财产、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
等，缺乏综合思维、系统化思维。哈罗德·Ｊ·伯尔曼 （Ｈａｒｏｌｄ　Ｊ．Ｂｅｒｍａｎ）教授在 《法律与宗
教》一书中指出，二元论假定不但在过去的九个世纪里统治了西方的法律思想和宗教思想，而
且也支配了西方思想的其他方面，它在两次世界大战和２０世纪的世界革命中到达了它的终点，
传统西方思想的二元论特征确实渗入到几乎所有的分析活动中。〔７〕在该书第１０２页的脚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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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颖：《习近平：治雾霾首要任务是控制ＰＭ２．５》，载 《新京报》，ｈｔｔｐ：／／ｅｐａｐｅｒ．ｂｊ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０２／２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９６９３１．ｈｔｍ？ｄｉｖ＝２
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关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读本》之八，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１日 第１２版。
［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版，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伯尔曼对杰里米·边沁 （Ｊｅｒｅｍｙ　Ｂｅｎｔｈａｍ）的 “二分法”进行了简略而中肯的分析和批判〔８〕。
他在该书的导言中认为，“我们正经验着旧的法律和宗教秩序的死亡，并且准备着它们的再生。
正在死去的与其说是其制度结构，莫如说是这种结构赖以建立的基础 （事实上，前者似乎还有
明显的耐久力）。（在）这些基础……后面的，乃是在过去９个世纪里一直威胁着西方人整体性
的二元思维模式。主体全然分离于客体，人疏离于行为，精神疏离于物质，情感疏离于理智，
意识形态疏离于权力，个体疏离于社会。”〔９〕伯尔曼还在 《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指出，自然法
学、实证主义法学、历史法学三个法学学派分别侧重法的道德、规范与历史因素并展开了长期
的对领先地位的追求，他们中的每一种理论本身都仅仅注意到真理的某一个方面，它们中的任
何一个都不能单独地为理解西方的法律理论提供一个基础。他 “相信这三个相互竞争的法学学
派中的每一个学派都曾孤立地阐述过法学的一个单独的重要方面，因而将这几个方面集合在一
个共同关注的中心点上既是可能的也是极端重要的”〔１０〕；他认为近１０年来实证主义法学家与
自然法学家开始缓和彼此之间的对立状态，较之过去每一方都表现出更愿意接受由另一方提出
的某些学说的修正形式。
从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即综合生态系统的观念出发，笔者主张倡导在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中采用 “主、客一体”或 “综合”的研究范式、实行综合调整机
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美国学者海伦·Ｍ·英格拉姆和迪安·Ｅ·曼在 《环境保护政策》
一文中认为，环境运动是一个范式变迁过程，它否定了工业革命两、三百年来的那种盛行的范
式；新的环境范式的价值观是，强调热爱大自然，爱护公共产品，保护下一代，强调合作、最
低生活水准及计划经济，强调环境保护优先于就业和增长；环境保护主义所采取的是生态观
点；对生态系统和人类在其中的地位，采取了统一的或 “总体的”观点。〔１１〕伯尔曼在法学研
究中主张采用综合的方法，辩证的分析与历史的观点是伯尔曼综合法学的方法论，也是他的综
合法学的核心。他认为，西方已陷入困境，现行法律与宗教制度已经崩坏；如果期望再生，西
方就必须克服威胁西方人整体性的 “主、客二分”范式或 “二元论”思维模式。伯尔曼特别推
崇 “主、客一体”即综合的研究范式，认为它是开启新型思维的钥匙。伯尔曼认为， “综合”
的特征是：“‘非此即彼’让位于 ‘亦此亦彼’。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
用；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情感，或者理性反对激情，
而是整体的人在思考和感受。”〔１２〕伯尔曼认为，正在开始的是一种关于综合本身的新观念，是
对传统的关于人类如何对待现实的二元论假定的否弃；“对这些二元论的克服便是未来希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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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曼在介绍边沁的二元论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边沁看来，事物或者这样，或者不是这样；它或者是物
质的，或者是精神的；命题或者是清晰的，或者是含混的；法律要么是惩罚性的，要么不是惩罚性；本质或
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构的，等等。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运用这种边沁称之为 “两分系统”的东西来分析和
说明事物，只要分析者和他的读者或听者对 “被划分出来的部分”有着共同的理解，则此种方法显然是有其
作用的。但是边沁还把它用作认识现实并穷尽其本质的方法。然而，相反实相成。至少今天，我们不再能简
单地接受 “非此即彼”的真理；它本身再三向我们表明了 “亦此亦彼”的性质。参见 ［美］哈罗德·伯尔
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版，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版，第５页。
［美］伯尔曼：《论实证法、自然法和历史法三个法理学派的一体化趋势》，载 《法学译丛》１９８９年第５期。
斯图亚特·Ｓ·那格尔：《政策研究百科全书》，刘守恒等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５３３－５３４
页。
［美］哈罗德·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版，第１０５页。



所在。我们所期待的新时代乃是一个综合的时代”〔１３〕；“无论在哪里，综合──二元论的克服

──都是开启新型思维的钥匙；这种新的思维乃是我们正在进入的新时代的特色”〔１４〕。伯尔曼
还指出，一旦人们特别是法学家克服了 “主、客二分”，当法学家不再以 “主体———客体”的
二元对立为依据来解释法律，而是根据他自己对法律过程的参与看待他与法律的关系时，法学
家的思想才能得到真正解放，法律和法学才能扩展、深入到商业管理、贫穷问题、种族问题、
宗教领域与国际问题等社会过程和其他行业，才能扩展、达于文学、艺术、医学、社会学、经
济学和政治学等其他学科。〔１５〕伯尔曼在 《法律与革命》一书中提出，现在我们需要一种能够
综合三个传统的法学学派 （政治法学或法律实证主义、道德法学或自然法理论和历史法学）并
超越它们的一体化法学或综合法学；只有把这三个传统法学学派中的每个学派的有根据的真知
灼见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解释、证明和指引一体化法理学即综合法学的发展趋势。

２１世纪初至今的中国环境资源法，是逐渐走向生态文明的环境资源法。生态文明观开始
成为环境资源法的基本理念和指导思想，保护公众共同享用的环境生态利益开始成为环境资源
法的主要任务；环境资源法治建设，开始进入以环境资源司法专门化为标志的全面法治建设轨
道；以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规划和法律为基础，我国正逐步实现环境资源法和其他相关
法律的生态化。与丰富多彩的环境资源生态法治建设相响应，基于综合生态系统、综合生态系
统方法理论和 “主、客一体”研究范式的环境资源法学理论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基于 “主、
客二分”范式的传统法学理论，强调的是机械、绝对的 “二元”和 “二分”。基于 “山水林田
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即综合生态系统的观念的环境资源法学，则是对经典的 “主、客
二分”的超越，是 “主、客一体”的三分法、多分法。诚如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所说的，“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１６〕笔者用 “三”表示有别于 “主、客二分”的三分法、
多分法，将我国环境资源法律和环境资源法学所采用的综合调整机制概括为如下几个 “三”。

一、三种人和三种人性

人和人性都具有多样性。每个人既以单个人生存于自然界和社会中，也与其他人结成社会
共同体、与自然要素结成自然共同体；每个人既有追求其自由、需要和幸福 （自利）的倾向和
本能，也有与周围的他人、他物共处 （合作）的需要和本能，还有为团体或共同体而服务、忘
我和献身的精神。法学关于人的理论 （如人的范围、种类、性质、特点等）一直在发展、变化
和完善，大致经历了一个涵盖生物人、人格人 （法律人）、拟制人 （法人）、经济人、道德人、
社会人、政治人、主体人、生态人、人工人 （包括克隆人等）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对人的范围
不断扩展、对人的性质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对于人性，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如人的自然性、社会性、阶级性，人的趋利性、避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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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同前引 〔１２〕，第５页。
同前引 〔１２〕，第１０５页。
同前引 〔１２〕，第１０８页。
在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老子说，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笔者理解，这里的道是老子
（也可理解为人们）心目 （或认识）中的世界本源或自然来源，这里的一是指老子 （人们）心目 （或认识）
中的世界或自然界，这里的二是指存在于世界或自然界中对立的两个基本方面或两种基本状态，这里的三是
指处于两个对立的基本方面或基本状态的第三者、第三种状态或多种状态，这里的万物是指由上述一、二、
三所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具体的东西或事务。



和谐性，人性恶、人性善、人性中等。笔者认为比较典型的人性有三种：人的自利性、独立
性、自由性，有人简称为人的恶性或人性恶；〔１７〕人的公利性、团体性、他利性，有人简称为
人的善性或人性善；〔１８〕人的共利性、共享性、生态性，有人称为人的中性或人性中。环境资
源法学特别重视和突出人的共利性、共享性、生态性。所谓共利性是指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
资源生态是不特定多数人即公众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利益的载体，公众有追求和维护这种共同利
益的禀性。共享性是指公众对于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资源生态不仅没有排他性占有、支配、
使用的意愿，而且持有共同享用的心态和乐趣。生态性是由人在人类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所决定
的性质，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体现，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综合的体
现。每一个具体的人、个体的人，既生活在人类社会之中，也生活在自然界中，既与其他人发
生联系，也与自然 （包括动物、植物、各种环境要素、各种自然资源及江河湖泊等生态系统）
发生联系，追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的趋和谐性是生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基
于人的共利性、共享性、生态性，公众对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资源生态的共享才具有充分的
正当性。
法律人是指法学家对人的本性和基本特征的一种认识模式，〔１９〕由不同的人性形成不同的

法律人模式，法学关于人的理论的发展趋势是法律人的类型越来越多或法律人的多元化。如果
说个人是法律的基点，恶人是法律的忧虑，善人是法律的喜悦，理性人是法律的理想，经济人
是法律的自利，政治人是法律的自信，社会人是法律的宽容，主体人是法律的自重，那么 “生
态人”则是法律的必然。笔者认为比较典型的法律人有三种：作为具有排他性的自利者，又称
经济人〔２０〕；作为具有排他性的公利者，又称政治人〔２１〕；作为具有非排他性的共利者，又称生
态人。环境资源法学主要奉行生态人模式，当代环境资源法的根本出发点是将法律主体定位为
“生态人”。〔２２〕笔者认为，所谓生态人，就是生活在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人；所谓理性生态人，
是指具有生态文明理念、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人，是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规律，
会计算环境生态利益，寻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最适当化的人，是按照环境资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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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人性恶的典型表现有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损人利己”等。
人性善的主要表现有 “大公无私”、“舍己救人”等。
法律人的英文为ｌｅｇ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ｌｅｇ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的中译较难统一，我国学者有的将译为 “法律人”，有译为 “法律
上的人”，还有译为 “人格体”、“法人”等。例如，龙卫球将Ｌｅｇ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译为法律主体，参见 ［美］约翰
·齐普曼·格雷：《论法律主体》，龙卫球译，载 《清华法学》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经济人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ｎ，希腊语：ｈｏｍｏ　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又称 “理性经济人”、“商业人”、“实利人”或 “唯
利人”。“经济人”模式又称 “经济人”假设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ａｎ）。经济人假设认为，人的一切行
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经济人就是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一些学者认为，传统民商法
中的民事行为主体就是 “经济人”，民商法就是以经济人的行为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律，民商法就是私法。
政治人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ａｎ），是指政治关系的承担者，包括进入政治生活后的公民以及在政治公民中产生的行政
管理人员和政治家。“政治人”假设的通常表达为 “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政治人”假设的创立者、古希
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种 “政治人”假设是人类对于人性本质的第一个认识。
“政治人”假设的基本内涵是：人是一种具有团体性 （集体性、阶级性、合群性、共同体性）、他利性 （公利
性、追求高尚至善性、大公无私性）、分辨善恶和利益协调能力的动物。由于人的上述特性，所以人们可以
组成比其他群居动物所组成的团体程度更高的政治性共同体———国家、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管理组织。美国
著名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写的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从理论和实例分析了美国政治民主
的社会基础，美国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民主秩序的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意义，以及工会在民主政治中
的特殊地位等政治问题。
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１３页。



的游戏规则从事经济、社会和环境活动的人。理性生态人的基本理念是，“以人为本，以自然
为根，以人与自然和谐为魂”。每个生态人懂得通过自身与其他人的关系、自身与自然 （环境
资源）的关系求生存、求发展、求幸福、求最大的利益，或者说从自身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自身
与自然 （环境资源）的关系中求发展、求利益 （包括经济、社会和生态利益）、求幸福是人的
不朽动力。北京大学周旺生教授认为，所谓生态人，简单讲就是人和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社会
主体。〔２３〕正是生态人的存在和努力，才使得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生态经济
（循环经济、环保经济、绿色经济）社会、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社会的建设成为可能。
市场乌托邦的前提假设是：在市场经济领域，私人是理性的自利者，他们主要依靠法律确

定的私权利和市场机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国家神话的前提假设是：在国家公共领域，国
家组织和公务员是代表公利的理性他利者，他们主要运用法律授予的公权力和政府机制追求公
共利益的最大化。生态文明理想的前提假设是，在社会公众领域，公众是理性的共享者，他们
主要通过法律认可的非排他性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和善治机制追求公众共享利益的最大化。

二、三种组织或三种部门

组织是指人们通过相互交往而形成的、为了实现某一特定目标而按一定的方式联合起来的
有机整体。单个人的能力和作用有限，而单个人通过形成团体或组织则可以形成更强的力量、
发挥更大的作用。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各种形式和不同性质的组织。笔者认为，
比较典型的组织主要有三种：政府组织即第一部门 （又称公权力组织），主要是基于人的公利
性、团体性、他利性，通过行政强制机制提供政府专用物品和国家支配物品的组织；〔２４〕企业
组织即第二部门 （又称私权利组织），主要是基于人的自利性、独立性、自由性，通过市场机
制提供私人物品的组织；〔２５〕非政府非企业组织即第三部门，主要是基于人的共利性、共享性、
生态性，通过志愿性机制提供公众共用物的组织。
鉴于人们对第三部门还不够了解，本文拟重点介绍第三部门。非政府非企业组织即第三部

门，是 “志愿性的以非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有时也称非政府非营利组织 （Ｎｏｎ－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独立部门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ｅｃｔｏｒ）、第三部门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Ｓｅｃｔｏｒ）或第三域、社会团体、公民社会组织，也有人称为 “非政府组织”（ＮＧＯ）、“非
营利机构” （ＮＰＯ）或 “志愿者部门”，还有人将民间组织直接等同于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我国法律政策文件一般将第三部门称为社会团体或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法
中一般称环境社会团体或环境社会组织，简称环境ＮＧＯ组织。
在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国家 （例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国家等），或者说在现

·７·

从综合生态系统到综合调整机制

〔２３〕

〔２４〕

〔２５〕

周旺生教授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８日晚在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演讲 《中国法理学的若干迷点》，中国法理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ｊｕｓ．ｃｎ／Ｓｈｏｗ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Ｄ＝６６４。
政府组织即第一部门是通过民主程序受国民的委托，来为大家提供公共物品即公益的组织。政府运用公民授
予的行政权力通过征税来获取资源，用以维护公共秩序、提供公共福利，以及从事国防与外交等对外维护国
民公共利益的事业。政府组织或 “福利国家”不同于慈善组织，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征税与行政运作来分配资
源，实现转移支付，提供公共物品。也就是说，政府是 “通过强制机制提供公益”的组织。
企业组织即第二部门。在发达国家，经济活动的主体是市场中的企业组织，即 “第二部门”，通常称为企业
部门，或者营利部门。它按照自由选择，自愿交易，契约合意的市场原则运作，追求参与者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 （工人追求工资尽可能高，投资者追求回报尽可能高）。也就是说第二部门是 “通过自愿机制提供私人物
品”的组织。



代民主与现代市场体制尚未形成的不发达状态下，既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第一部门 （政府组
织），也没有形成现代意义的第二部门 （企业组织），更没有 “第三部门”（非政府非企业部门）
形成的条件或基础。在现代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国家，由于 “家天下”变成 “公天下”，从
而形成第一部门———现代政府组织；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私人物品基本通过自由交易来提
供，“卖炭翁”变成自由交易者，从而形成第二部门———现代企业组织。第三部门是在现代第
一部门和第二部门高度发展成熟后，在这两个部门出现失灵以后才产生的现象。作为 “后现
代”现象，由于新兴产业的发展，使得发达国家的传统产业受到很大的冲击并出现了 “结构性
失业”现象，这时需要一种新型的就业即 “产生公益的就业”来补充 “产生利润的就业”，即
从雇佣型的 “劳动”变成志愿型的 “服务”，结果导致 “产生公益的就业”即在第三部门就业
在很多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重逐渐加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在当代工业发达国家，
第三部门是一个与传统模式相异的全新组织形式，是现代民族国家之后的 “可持续发展社会”
和 “全球社团革命”的产物，是影响社会性质和结构发生改变的重要组织力量。特别是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来，各国民间组织蓬勃发展，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保护事业产生了
较大而深远的影响。联合国２０１５年度工作报告把民间组织的迅速崛起视为影响未来全球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包括环境ＮＧＯ组织在内的第三种组织，是基于公众共用物良法善治和第三
种调整机制的社团组织，是保护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资源生态、防治和补救政府失灵和市场
失灵的有效组织形式和战斗堡垒。美国环保局局长鲁克列肖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Ｄ．Ｒｕｃｋｅｌｓｈａｕｓ）在

１９９３年谈到环保运动和环保局的关系时认为，环保局、议会和环境保护运动是一种互相利用
的 “铁三角关系”。〔２６〕一些美国环境保护运动领导人在回顾近２０年的历史时得出结论，最重要
的一个进展是公民环境诉讼导致了 “三极系统”，如色拉俱乐部法律保护基金的第一任执行主
任、后来担任卡特政府的助理总检察长的詹姆斯·莫尔门 （Ｊａｍｅｓ　Ｍｏｏｒｍａｎ）认为，环境诉讼
“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这种双极系统变成了三极，即：管理者、被管理者和公众”。〔２７〕

实践证明，中国的环保离不开公众的力量，只有人民群众环保意识的提高和环保志愿者的
兴起、环境ＮＧＯ组织兴起，中国的环保事业和生态文明社会建设才有希望。 《国务院关于落
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提出了 “健全社会监督机制，为公众参与创造条件，发挥
社会团体的作用”的要求。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１２月，中华环保联合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
“中国环保民间组织现状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结果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底，我国的环保民间组
织共２７６８家，总人数２２．４万人，其中全职人员６．９万，兼职人员１５．５万，有近３０％的环
保民间组织中只有兼职人员没有全职人员。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发展，服务公
益 （特别是环保公益）的第三部门 （特别是环境ＮＧＯ组织）将越来越多，第三部门 （特别是
环境ＮＧＯ组织）在生态文明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
环境资源法学特别重视和突出第三部门的地位和作用。环境资源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协

调好三种组织 （三个部门）的 “三角关系”，环境资源法的特点是强调公众参与和发挥第三部
门 （特别是环境ＮＧＯ组织）的作用。作为营利性的企业组织，在保护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
资源方面往往无能为力或作用不大。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组织是提供和保护公众共用物的
主导力量，但政府组织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经济人的特性，他们在保护公众共用环境资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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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蔡守秋等著：《可持续发展与环境资源法制建设》，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４２页。参见Ｔｈａｔ　ｌ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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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ｄ　ｉｎ　Ｔ．Ｔｕｒｎｅｒ，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Ｅａｇｌｅｓ，ｉｎ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５３ （Ｐ．Ｂｏｒｅｌｌｉ，ｅｄ．，１９８８）。



往往出现失灵。而环境ＮＧＯ组织与公众共用物和公众共同利益具有天然的、内在的联系，他
们以维护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资源即环境公共利益为其使命，在保护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
资源生态、维护公众环境权益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三种物 （三种财产或三种资源、三种财富）

广义的财产形式可以分为：具有排他性的私有财产；具有排他性的公有财产；具有非排他
性的公众共用财产。具有排他性的私有财产是私人和企业组织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对其拥有
排他性物权 （或产权）的客体，具有排他性的公有财产是国家或政府 （包括官员和政府性组
织）对其拥有排他性物权 （或产权）的客体，公众共用财产是公众或大家 （包括作为公众成员
的个人和公益性社会组织或ＮＧＯ组织）对其共同享用使用权的客体。
我国法律工作者比较熟悉作为排他性物权或产权的客体的私有财产、公有财产，但不太熟

悉和了解作为非排他性公众使用权的客体的公众共用财产。我国 《物权法》第２条规定，“本
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法律规定权利作为物权客体的，依照其规定。本法所称物权，
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也就是说，我国 《物权法》确立的物就是指财产 （包括不动产和动产），财产就是指具有排他
性物权的客体，具有排他性的物权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其中所有权包括公共财
产所有权和私有财产所有权。质言之，我国 《物权法》意义上的财产是指具有排他性物权的客
体，包括公有财产 （或公共所有财产，包括国家所有财产和集体所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即我
国 《物权法》中没有公众共用财产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对公众共用财产进行解释。
公众共用财产 （或公众共用物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是指不特定多数人 （即公众）可以自由、

直接、非排他性享用的东西。用普通老百姓熟悉易懂的日常用语来说，“公众共用物”就是每
一个老百姓不经其它人 （包括政府、组织、单位和个人）批准或许可，也不需要额外花钱 （即
向他人交付专门使用费），就可以自由地、直接地、非排他性使用的东西。从广义上讲，东西
即事物，包括事和物，公众共用物包括公众可以自由地、非排他性进行或享用的事情、活动和
物质、物体。本文主要从环境资源生态保护出发，将 “东西”主要理解为某个空间 （如地域、
水域、空域和地下空间）、某种物体 （如大气等环境要素、水土等自然资源、风景名胜区等自
然人文遗迹、广场街道等建筑设施等）、以及某些物体的某项功能 （如保持水土、改善气候、
防沙、通气、造氧、净化、美化、绿化等环境功能、生态功能），或者将公众共用物主要理解
为公众共用的环境、资源、财富和财产。环境资源生态保护法中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基本上 （或
整体上）主要属于公众共用物，或者说公众共用资源和公众共用环境都属于公众共用物的范
围。目前环境作为公众共用物的品性，正日益为我国政府、学界和社会所承认。诚如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所指出的，“基本的环境质量、不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一条
底线，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２８〕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
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２９〕２０１５年４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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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综合生态系统到综合调整机制

〔２８〕

〔２９〕

《李克强在第七次全国环保大会上讲话》，载 《中国环境报》２０１２年１月４日。《李克强在第七次全国环境保
护大会上强调：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促进转型发展 提升生活质量》，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２１日
第４版。
慎海雄：《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载 《瞭望》新闻周刊２０１３年４月２２日。《良好生态环
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载 《海南特区报》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１日。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强调：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要严格源头预防、不欠新账，加快治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多还旧账，让人民群众呼吸新鲜的
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
目前我国 《物权法》等法律虽然没有公众共用物 （包括公众共用财产和公众共用资源）的

规定，但是古今中外的法律和法学都有公众共用物的规定或内容，我国法学界和法律实务部门
正逐渐认识到公众共用物 （包括公众共用财产和公众共用资源）的重要性。例如，古罗马法中
的物就包括：财产物 （ｒｅｓ　ｉｎ　ｎｏｓｔｒｏ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ｏ）和非财产物 （ｒｅｓ　ｅｘｔｒａ　ｎｏｓｔｒｕｍ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
ｕｍ）；交易物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ｕｍ，ｒ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ｏ，又译为流通物）和非交易物 （ｒｅｓ　ｅｘｔｒａ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ｕｍ，又译为非流通物）；有主物 （ｒｅｓ　ｃｕｍ　ｄｏｍｉｎｏ）与无主物 （ｒｅｓ　ｓｉｎｅ　ｄｏｍｉｎｏ或ｒｅｓ
ｎｕｌｌｉｕｓ）；可有物 （ｒｅｓ　ｉｎ　ｎｏｓｔｒｏ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ｏ）和不可有物 （ｒｅｓ　ｅｘｔｒａ　ｎｏｓｔｒｕｍ　ｐａｔｒｉｍｏｎｉｕｍ）；公
有物 （ｒｅ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ｅ）和私有物 （ｒｅｓ　ｐｒｉｖａｔａｅ）；不属于任何人的物 （ｑｕａｅｄａｍ　ｎｕｌｌｉｕｓ）、一切人
共用的物、共用物 （ｒｅｓ　ｃｏｍｕｎｅｓ）；等等。其中，共用物 （ｃｏｍｍｕｎｉａ　ｓｕｎｔ　ｏｍｎｉｕｍ或ｒｅｓ　ｃｏｍ－
ｍｕｎｅｓ）是其中一种重要类型，也是公众共用物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古罗马法学家埃流斯·
马尔西安 （Ｍａｒｃｉａｎｕｓ）在 《法学阶梯》第３卷Ｄ．１，８，２，ｐｒ．中，把物分为一切人共用之
物 （ｃｏｍｍｕｎｉａ　ｓｕｎｔ　ｏｍｎｉｕｍ）、市有物、不属于任何人之物、私有物，认为 “根据自然法，一
些物为一切人共用，一些物为市有，另一些物不属于任何人，还有大部分物可因不同原因而为
任何一个人私有”。〔３０〕他在第３卷Ｄ．１，８，２，１中认为， “的确，根据自然法 （Ｊｕｓ　ｎａｔｕ－
ｒａｌｉｓ），空气、流水、大海及海滨是共用物 （属于一切人共用）”〔３１〕。在法国，法律承认的 “公
众共用物”（有人译为共同物，Ｌｅｓ　ｃｈｏｓ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ｅｓ，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ｅｓ）首先见之于 《法国民法
典》第７１４条之规定：“不属于任何人之物，得为所有的人共同使用之。有关治安的法律规定
此种物的使用方式。”〔３２〕在英国，关于公众共用物的专门性法律有：英国 《公众共用物法》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ｃ，１２８５年制定，１８７６年、１８９９年、１９０８年等修订，２００６年最新修订），
《大城市公众共用物法》（１８６６年制定，１８６９年修订）、《公众共用物登记法》（１９６５年）等。目
前不少国家的民法都有公众共用物的规定，根据徐国栋教授的研究，〔３３〕在２００４年出版的 《罗
马与美洲·罗马共同法》杂志第１４卷中，有人制作了一个优士丁尼 《法学阶梯》第２卷第１－
６题与拉美各国诸民法典相应条文的对照表，该表不仅说明了公众共用物在现代民法中的地位
和基本状况，也证明了公众共用物在现代民法典中的存活和变化。其中， 《智利民法典》第

５８５条，《厄瓜多尔民法典》第６２１条，《阿根廷民法典》第２３４０－２３４１条，《委内瑞拉民法典》
第５４０、５４３条，《尼加拉瓜民法典》第６１１－６１２条， 《墨西哥民法典》第７２７、７６８条，旧
《巴西民法典》第６６条，新 《巴西民法典》第９９条， 《巴西民法典草案》第３１８、３２８、４２５９
条，《巴拉圭民法典》第１８９８条，《萨尔瓦多民法典》第５７４条，《玻利维亚民法典》第８５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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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意］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物与物权》，范怀俊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版第４－５页。
同前引 〔３０〕，第１６－１７页。另参见：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二卷），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法国财产法》（上），罗结珍译，根据法国ＤＡＬＬＯＺ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１月第７版翻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１页。
徐国栋：《“一切人共有的物”概念的沉浮———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载 《法商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６
期。徐国栋教授在此文中搜集了大量有关公众共用物的法律资料，但他没有严格区别 “一切人共有的物”与
“一切人共用的物”、“可有物”与 “不可有物”、“公产”与 “共产”的界限，将一些 “共用物”翻译为 “共
有物”，将一些 “公众共用物”、“一切人共用的物”等 “不可有物”翻译为 “可有物”。



《哥伦比亚民法典》第６７４条等１３个拉美民法典或民法典草案，均有公众共用物的规定。其中
《智利民法典》、《厄瓜多尔民法典》、《墨西哥民法典》严格坚持了 《法学阶梯》第２卷Ｉ．２，

１，１提出的 “一切人共有的物”的概念。例如，《智利民法典》规定，“大自然安排的公众共
用物，例如公海，不得处于所有权之下，任何国家、社团或个人均无权据为己有” （第５８５
条）。
目前我国法学界已经逐步认识到在法律中明确公众共用物 （包括公众共用财产和公众共用

资源），例如：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 《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政策文件都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国家主席习近平指
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的大计。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
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３４〕“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
黑龙江的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３５〕。这里的 “金山银山”也是一种形象的、通俗的说法，
它代表可以用经济价值衡量、金钱计量的财产或财物。在工业文明社会，财产主要是指其使用
具有排他性的、可以用作交易的私有财产、商品或私人物品，认为空气、水流、原野、野生生
物等 “绿水青山”是不能用经济价值衡量、金钱计量的非财产物。例如，布莱克斯通将财产定
义为对物的绝对的支配，在这个定义中财产的物质属性和对物的绝对支配是必不可少的内
容。〔３６〕财产必须是财产主体拥有占有、支配、排他性使用权的财物，财产必须具备稀缺性和
消费或使用的排他性，财产必须与排他性的财产权或物权联系在一起。产权作为人与人之间围
绕财产营运而建立的经济权利关系，内在地具有排他性、有限性和可交易性等性质。法国著名
民法学家普兰尼奥尔 （Ｍａｒｃｅｌ　Ｐｌａｎｉｏｌ）认为：法律意义上的财产不是那些对人类有用的物，而
是那些可建立所有权的物，海洋和空气乃至阳光为对维持人的生命不可或缺之物，但不是财
产，因为它们不能为某个个人、城市或国家的利益被设定所有权。〔３７〕但是，包括环境经济学、
生态经济学在内的现代经济学、社会学和环境学、生态学的新兴观点，是认为作为公众共用物
的自然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也是一种财产或自然资产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ｓｓｅｔｓ，或者自然资源资产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ｓｅｔｓ）和自然资本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或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ｎａｔｕｒｅ）。

１９９４年世界银行出版了 《扩展衡量财富的手段》的研究报告，提出用 “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
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这种 “扩展的财富”概念中包含了土地、森林、湿地、水流等
作为自然资本的自然资源即 “绿水青山”。生态文明观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诸如
“清新空气、清洁水源、美丽山川、肥沃土地、生物多样性”等绿水青山不仅是是人类生存必
需的生态环境，而且是具有使用价值并且可以用经济价值衡量、金钱计量的财产和财物。在工
业文明时期，有些人奉行的是 “只要金山银山油气，不要绿水青山大气；为了金山银山油气，
牺牲绿水青山大气”。而生态文明观却主张，“既要金山银山油气，又要绿水青山大气”；当有
人贬低保护环境生态的价值和意义时，则指出 “绿水青山大气就是金山银山油气，绿水青山大
气重于金山银山油气”；当因严重污染破坏环境的工业项目要自毁家园时，甚至喊出 “宁要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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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杜尚泽、丁伟、黄文帝：《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载 《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９
月８日第１版。
霍小光：《习近平：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载 《北京青年报》２０１６年３月８日。
参见 ［美］肯尼斯·万德威尔德：《十九世纪的新财产：现代财产概念的发展》，王战强译，载 《经济社会体
制比较》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Ｖｏｉｒｅ　Ｍａｒｃｅｌ　Ｐｌａｎｉｏｌ，Ｔｒａ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ｉｒｅ　ｄｅ　Ｄｒｏｉｔ　Ｃｉｖｉｌ，Ｔｏｍｏ　Ｐｒｅｍｉｅｒ，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　ｄｅ　Ｄｒｏｉｔ＆ｄｅ　Ｊｕｒｉｓ－
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Ｐａｒｉｓ，１９２８，ｐ．７０７．



水青山大气，不要金山银山油气”的声音。与此相适应，包括环境资源法学在内的一些法学理
论也主张扩展财产的范围。例如，法国著名法学家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在其所著
《法国财产法》一书中明确指出，在导致 “物进入财产范畴”的运动中，“供所有的人 （公众）
共同使用的”共同物的存在，标志着一个重要阶段。〔３８〕并且进一步指出，所谓 “共同物”是
指，“排除任何个人或集体据为己有而得到使用的物”（这就是说，共同物的特点是：“可以在
不为任何人真正占为己有的情况下为公众所使用的”）。传统上，人们将空气、海水以及自然流
水归入共同物这一类型。〔３９〕霍菲尔德干脆将财产定义为任何有价值的利益，而不区分这些利
益究竟是因何种客体而产生，而财产权可以被笼统地称之为利益权。一家美国法院在其判决中
也指出：“这里用的财产这个词，已包括了一切有价值的权利和利益，因此不论在何种程度上，
哪怕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剥夺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也构成了对他的财产的剥夺。”〔４０〕上述主张
和判例显然对排他性的财产或与排他性财产权相联系的财产构成了挑战。为此，美国法学家托
马斯·Ｃ·格雷 （Ｇｒｅｙ）发表了一篇名为 “财产的解体”（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的
文章〔４１〕，认为在现在的概念体系中，财产权已不再是关键的范畴，因为财产权的概念已经分
解了。有人认为这篇文章与吉尔莫的那篇著名文章 “契约的死亡”一样，实际上是在宣告财产
的死亡。即使在大陆法系，财产也是一个变化的概念，甚至某些相当保守的德国法学家也认
为，不仅财产的种类繁多，而且基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今后还可能出现如今人们不可能认识
到的新种类的财产，“对财产无法作出某种概括性的定义。对财产规定概括性的法律后果也是
无意义的，特别是并不存在维护财产整体性的理由。”〔４２〕旧财产概念的扩展、分解和 “死亡”，
为生态文明维度的新的财产概念即 “扩展的财富”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国
务院印发的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隆重推出的 “提供生态产品的理念”，就是 “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所谓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就是指 “绿水青山”等自然环境
资源也是人们需要的并且具有价值的资产、财产或财富。

２０１５年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规定，“本试点方案所称生态环境损
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和植物、动物、
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涉及人身伤害、个
人和集体财产损失要求赔偿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情形 “不适用本试点方案”。
也就是说，生态环境是不同于我国 《物权法》中规定的物或财产的一种新型财产，生态环境损
害是不同于我国 《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的一种新型损害，我国 《侵权责
任法》仅适用于人身财产损害而不完全适用于新型的生态环境损害，从而明确了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和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问题，有利于形成有别于传统民事赔偿
（即基于人身、财产损害的民事赔偿）的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

２０１６年中国社科院 《民法总则建议稿》增加了 “公有物、 “公用物”和 “不融通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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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弗朗索瓦·泰雷、菲利普·森勒尔：《法国财产法》（上），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

１１页。
同前引 〔３８〕。
［美］肯尼斯·万德威尔德：《十九世纪的新财产：现代财产概念的发展》，王战强译，载 《经济社会体制比
较》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Ｇｒｅｙ，Ｔｈｅ　Ｄｉｓｉｎｔｅｒ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Ｊ．Ｐｅｎｎｏｃｋ　＆Ｊ．Ｃｈａｐｍａｎ　ｅｄｓ．，Ｎｏｍｏｓ　Ｎｏ．２２，１９８０．中译文参见
［美］托马斯·Ｃ·格雷：《论财产权的解体》，高新军译，载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１９９４年第５期。
［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８８９页。



《物权法》没有涉及的物的新类型，并且明确规定 “公有物、公用物和禁止物，为不融通物”、
“公用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依公法的规定”。笔者理解，上述作为不融通物 （即不可
交易物）且不适用民法、仅适用公法的 “公有物、公用物”应该包括或主要指公众共用物，而
不是 《物权法》规定的公共所有财产 （包括国家所有财产和集体所有财产）和私人所有财产中
的 “共有财产”或 “共用财产”。这是因为，《物权法》规定的公共所有财产 （包括国家所有财
产和集体所有财产）和私人所有财产中的 “共有财产”或 “共用财产”都适用作为私法的 《物
权法》的规定，都可以成为融通物 （即可交易物）；只有公众共用物不是融通物 （即可交易
物），不适用作为私法的 《物权法》的规定。因为我国 《物权法》中的 “物”就是指具有排他
性物权的客体即财产 （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物权”（包括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都是指排他性的权利，私有财产、共有财产和公共财产 （包括国家所有财产和集体所有财产）
等动产和不动产都是具有排他性物权的客体 （即都是具有排他性的财产）。２０１６年全国人大常
委会 《民法总则一审稿》规定，“公共道路、桥梁、公园、公共建筑等公用物的所有人或者管
理人不得拒绝民事主体对公用物的正当、合理使用。公用物不得流转”。笔者认为，这实际上
是承认了公众对公众共用物的非排他性使用权。这是因为：其一， “公共道路、桥梁、公园、
公共建筑等公用物”，在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和法学理论中都被视为公众共用物品；其二，“公共
建筑等公用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不得拒绝民事主体对公用物的正当、合理使用”这项法律规
定说明，公众 “对公用物的正当、合理使用”已经构成一项法律权利即公众对公众共用物的使
用权，当公众 “正当、合理使用”公有物时，公用物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应该尊重和服从公众共
用物使用权 （即此时的具有排他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实际上对公众的正当、合理使用不起作用
或没有实际意义）。上述 《民法总则建议稿》能够明确承认不作为融通物 （即可交易物）、适用
于公法规范的公众共用物，能够明确承认公众对公众共用物的非排他性使用权，这的确是中国
民法和民法学走向生态化或绿化的重要一步。
环境资源法学主张扩展财产的范围。环境资源生态法的特点是重视和强调作为公众共用物

的环境资源的作用。笔者主张：树立三种财产 （公有财产、私有财产和公众共用财产）协调发
展的理念；搞好三种财产协调发展的顶层设计；建立三种财产协调发展的体制和机制；确立三
种财产权 （公有财产权、私人财产权和公众共用财产使用权）的权利体系，建设规范三种财产
的法律制度。必须指出的是，过去理论界或实务部门许多有关财产观或财产主张的分歧或争
论，大多源于没有分清这三种财产的性质、特点和作用。如果将 “公有财产”规定为由国家政
府机关排他性占有、支配和使用的财产，将私有财产和公众共用财产 （特别是公众共用自然资
源）都变为由国家政府机关排他性占有、支配和使用的 “公有财产”， “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
门”〔４３〕。但是，如果将 “公有财产”理解为公众共用的物、自然资源或财产，由于包括某些自
然资源在内的公众共用物的性质和特点 （如非排他性、非稀缺性），由于人们对公众共用物的
需要 （如人们需要通过公众共用物进行社会交流和实现自由交易），则设立和维护公众共用物
或公众共用财产就是维护包括个人在内的福祉和福音，就不会产生 “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
的担心。也就是说，公众共用物、公众共用自然资源或公众共用财产不是历史上的 “井田制”、
“分封制”、“公社制”等由皇帝、国王、诸侯、领主、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行使或代表行使的
“公有”或 “公用”财产，设立和维护公众共用物、公众共用自然资源或公众共用财产不会导

·３１·

从综合生态系统到综合调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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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



致财产支配权都归一小部分人 （要么在国王、皇帝、诸侯、领主、贵族手中，要么在国组织、
政府机关和其他公共管理组织等 “公仆”手中），不会剥夺人们 “自由谋生、自由迁徙”权，
不会导致 “人类必将进入灾难之门”。任何社会只要存在国家、国家组织 （包括政府组织）和
公共管理组织，国家、国家组织 （包括政府组织）和公共管理组织就必然需要维持其自身运转
和为实现其公共服务机能的的物、自然资源或财产，这种 “公有财产”（主要指政府公务财产）
就有存在的价值、功能和作用，这种 “公有财产”的适度存在不仅不会使 “人类必将进入灾难
之门”，而且也是国家、政府和社会正常运转的需要。树立三种财产 （公有财产、私有财产和
公众共用财产）的观念，可以套用我国农民的话来表示，即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
都是自己的，还有一份是大家共用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私有财产是构成个人自治和
家庭完整的物质基础，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人的尊严和独立，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家庭；国家
所有财产 （包括国家私产和政府公务财产，又称行政公产）是构成政府的物质基础，没有国家
财产就无法进行政府公务活动，就没有政府的权威，就没有政府；公众共用物 （或公众共用财
产）是构成公民社会的物质基础，没有公众共用财产就没有公众的行动自由和公众的自由交
往，就没有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广泛交流为基础的公民社会。我国有些人不承认环境资
源等公众共用物是一种财产或财富，他们奉行的是 “只要金山银山油气，不要绿水青山大气；
为了金山银山油气，牺牲绿水青山大气”。我们现在应该理直气壮地宣称， “既要金山银山油
气，又要绿水青山大气”；当有人贬低保护环境生态的价值和意义时，要义正严词地指出 “绿
水青山大气就是金山银山油气，绿水青山大气重于金山银山油气”；当因严重污染破坏环境的
工业项目要自毁家园时，要敢于喊出 “宁要绿水青山大气，不要金山银山油气”的声音。

四、三种指导思想或三种主义

法学研究中的主义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一般指影响较大的、系统的思想、观点、主张、理论和学
说，有时也指一定的社会制度、政治经济体系，它往往成为一些人和组织的认识和行为的指导
思想、指导原则和方法论。笔者认为，对法学影响较大的指导思想或主义主要有三种：个人主
义，它是私有制的价值取向、思想基础，是经济人、资本运动之精神支柱；国家主义，它是国
家所有制 （公有制）的价值取向、思想基础，是政治人、公权力运作之精神支柱；共同享受主
义 （又称共享主义、共享思想），它是大同世界和共产主义的价值取向、思想基础，是公众共
用物治理的和精神支柱。
对个人主义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ｔ）有不同的定义和理解。个人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伦理观，又

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哲学。个人主义是以个人私利为根本
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体系和道德原则，它认为个人利益应是决定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强调个人
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以及 “自我独立的美德”、“个人独立”。在中国现行语境下，个人主
义是强调自己的利益、自由、权利、地位、作用，处处事事为自己打算的一种思想，通常表现
为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个人主义就是利己主义、唯我主义，它
是集体主义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根本原则，资本主义通常
被认为是个人主义的制度。但是，个人主义与追求个人正当利益和需要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
的。在许多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个人主义被视为西方文明的精髓、核心价值和基本特征，通常
表现为本体论的、认识论的、伦理性的、宗教性的、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和方法论的个人主
义。古典自然法学派以个人主义为其哲学基础，认为个人是本源，强调个人作为社会基本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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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性以及对于社会而言的优先性，从而将其理论奠基于对个人地位、个人价值的肯定与弘
扬上。路易·迪蒙曾将吉尔克关于自然法学所奉行的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要点简述如下：“与成
文法相反，自然法并不包含社会的人，而只包含个人，每个人都是自给自足的，是上帝的代
表，理性的沃土……关于国家 （和社会）构成的首要原则，是从没有任何社会政治依附的自主
性的人的固有特性或品质中抽引或推导出来的。自然状态在逻辑上先于社会政治生活，它所考
虑的惟有个人，而且逻辑的先在与历史的先在交织在一起，因此，自然状态是这样一种状态，
在这之中，人被设想成在社会或国家创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４４〕个人主义方法论的要点，是
将个人与社会、国家区分开来，个人是不依赖于任何政治社会而存在的自主性的生物，个人先
于社会和国家而存在〔４５〕；“我们应该从个人的行动出发，因为这是我们可以直接认识的惟一事
物。离开了个人的行动而可以运行和表明自己的社会的观念是荒谬的。每一个社会的事物都必
定是可以以某种方式在个人的行动中认识的”〔４６〕；社会与国家是人的创造物而不是人本身，
“所有行为都是人的行为，在个体成员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后，就不会有社会团体的存在和现实
性”〔４７〕。与此相适应，法律规则必须落实到个人的行为或活动上，法律制度的建构及运作必须
以个人的目的、需要和兴趣为依归，个人权利至高无上，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的权利和利
益。无论在经济学 “古典范式”还是 “新古典范式”中， “经济人假设”、 “理性人假设”和
“主体假设”都是建立在一种 “原子式”的 “方法论个人主义”基础上。
对国家主义有不同理解，甚至有好的国家主义和坏的国家主义之分。国家主义 （Ｓｔａｔｉｓ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是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和国民的利益问题的一种政治
学说，是一种研究治国之道和治国之术的政治哲学学说。国家主义以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倡
导所有国民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导引下，抑制和放弃私我，主张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促使个
人替国家的整体利益服务，共同为国家的独立、主权、繁荣和强盛而努力。国家主义认为，国
家是组织、管理社会生产生活的主要管理者和最有效的工具，它的功能与权威至今尚没有任何
东西可以替代；国家是社会资源与价值的主要分配者，是社会秩序的主要保障者。国家有权有
能力依据法律和各项制度，通过自身的机构去组织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保障社会秩序，提高社
会福利，推动社会进步；国家主义的核心就是倡导国民确立契约法律为本位，引导国民维护国
家利益，国家维护国民利益。国家主义充分肯定国家在当代人类生活和国际关系中不可或缺的
作用，认为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支点，强调主权的神圣性；认为在人类的各种利益需要
中，国家利益需要是对人类影响最大的利益需要，国家利益是一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石，也是
当代国际关系产生、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围绕国家利益的冲突、对话与合作，在国际关系
中具有基础的意义，追求、维护正当的国家利益就成为各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之一；认为主
权国家是国际关系中行为能力最强的、最基本的行为体，并主导着国际事务的处理。从某种意
义上可以认为，国家主义是将国家主权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学说与实践，是将政府组织或统治
阶层置于优先位置的政治传统。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眼里，在资本主义国家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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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路易·迪蒙：《印度社会学文集》。转引自 ［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６９页。
蔡守秋：《基于生态文明的法理学》，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７１页。
［美］爱因·兰德：《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秦裕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３年版，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汪和建：《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交易秩序的结构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５８页。关于
个人主义方法论，参见胡玉鸿：《法律方法导论》（《法学方法与法律人》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版。



行的国家主义，其所倡导和维护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意志，不管其在意识形态上标榜
为什么主义 （如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团体主义、整体主义等），其基本特征就是
专政权贵集团或精英集团打着国家、政府旗号的政治垄断，其逻辑结果都只是维护权贵专政集
团或精英集团的利益，其基本手段就是将政府等同于国家、当权者等同于国家，甚至精英集团
（包括执政党、贵族、大家族或财团）等同于国家。
共同享用主义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又称共享主义、共享思想。它主张大家

（即公众）共生共存共荣共发展，共同非排他性地享用作为公众共用物的资源、财产和财富。
共同享用主义既是一种价值观、伦理观，又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论，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
社会的哲学。共享主义是以共同利益、共同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的思想体系和道德原则，
它认为共同利益、共同需要是决定共同生产劳动和共同享用物质财富的最主要动力，强调共同
生存、共同生产、共同享用、共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 “共产、共享、同乐、共福、包容”的
美德。共享思想源远流长，从古代的原始共产主义、大同世界、乌托邦到近现代的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从自然资源共享、 “同饮一江水，共赏一轮月”到 “吃大锅饭，刮共产风”再到
“共同市场 “、“共享经济”、“共享网络”、“共同享用公众共用物”，无不闪耀着共享思想的光
芒。共同享用主义作为公众共用物治理的精神支柱，与共产主义具有十分密切的关联。在理论
上，共产主义是一个消除了阶级的社会、一个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社会、一个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极大丰富的社会，一切自然的公共资源和社会的生产资料属于全社会共同拥有，所有的人平
等地享受社会经济权利，大家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地和谐相处。显然，上述特点与共同享
受主义具有相通性。环境资源法并不否认或贬损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但却对共同享用主义情
有独钟。共享思想在环境资源法学领域的一个重要体现，是主张对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资源
生态实行共同享用。从公众有权非排他性享用公众共用物 （包括公众共用资源、环境、生态和
公众共用财产）这一共享思想出发，形成了环境资源法特有的环境资源法律体系和环境资源法
学理论体系。环境资源法学基本上采用的是个人主义方法论、国家主义方法论和共享主义方法
论相结合的综合性方法论 （又称整体主义方法论），并且比其他部门法学理论更加重视和强调
共同享用主义方法论。从整体主义方法论出发，应该首先承认人是人类生态系统中的要素，每
个人都必然生活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都必然与其他人结成社会共同体，与环境要素结成生
态系统即生态共同体。进而确定每个人既是自然人，也是社会人，还是兼具自然性和社会性的
生态人。人在人类生态系统的地位以及人类生态系统的结构，使人形成了 “自利”和 “他利”、
“独立”和 “合作”的本性，每个人既有追求其自由、需要和幸福 （自利和独立）的倾向和本
能，也有依靠周围环境、与周围的他人、他物共处共荣共发展的需要和本能；由于每个人都摆
不脱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他只能依靠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周围环境的客观条件，
即只能在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求得其的最大利益。作为公众共用物治理的精
神支柱和方法论的共同享用主义，主张在共同享用公众共用物 （包括公众共用资源、财产）
时，既要防止第一种公众共用物悲剧，又要防止第二种公众共用物悲剧，还要防止反公众共用
物悲剧，并且追求公众共用物喜剧；主张对财产私有制和国有制进行扬弃，追求私有财产、公
有财产和公众共用财产的协调、平衡与和谐，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五、三种权利

权利有多种定义类型，法学家对权利有多种理解。从大的方面看，有国家主权和主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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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国家公权和行政管理权力、各种私权利等。从环境资源法学角度和财产性资源性权利看，
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种财产性资源性权利：具有排他性的私人产权或物权，其中典型的为私人财
产所有权 （包括个人、单位或组织和企业财产所有权）；具有排他性的公共产权或物权，其中
典型的为公共财产所有权 （包括国家财产所有权和集体财产所有权）；具有非排他性的公众共
用物享用权 （包括公众对公众共用的资源、环境、生态系统、财产的非排他性享用权），其中
典型的为公众环境权。笔者主张，从三种权利 （国家主权、政府行政管理权和物权）扩大到四
种权利 （即在前三种权利的基础上加上公众共用物使用权），从两种财产权利 （具有排他性的
私人财产所有权和具有排他性的公共财产所有权）扩大到三种财产权利 （即在前两种权利的基
础上加上排他性的公众共用物享用权）。
对于具有排他性的私人产权或物权和具有排他性的公共产权或物权，我国 《物权法》已经

有明确规定〔４８〕，本文无须赘述。环境资源法并不轻视或贬损具有排他性的私人产权或物权和
具有排他性的公共产权或物权，但却对具有非排他性的公众共用物享用权特别是公众环境权情
有独钟。所谓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指不特定多数人直接、非排他性享用公众共用物的资格、
自由和力量。如果用一句通俗的日常用语来表示，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就是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不
经其他人批准而自由进入或自由地非排他性享用公众共用物的权利。目前已有一些法律规定涉
及公众共用物 （包括公众共用财产、资源和环境）使用权。例如，英国 《公众共用物法》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ｃ，１２８５年制定，２００６年最新修订）明确规定了五种公众共用物权利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保障每一个人可在自由出入共用土地 （Ａｎｙ　ｏｎｅ　ｍａｙ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ｔ　ａｎｙｔｉｍｅ）上取得：
一是放牧权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ｈｅｒｂａｇｅ），允许共用人在其土地上放牛放羊；二是取燃权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ｕｒ－
ｂａｒｙ），允许共用人在其土地上取草和泥炭用作燃料；三是取必需品权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ｓｔｏｖｅｒｓ），共
用人可以在其土地上取得木材和荆豆等必需品用以修理房屋、搭建篱笆用；四是捕鱼权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ｉｓｃａｒｙ），允许共用人在其土地上、河水中捕鱼；五是放猪权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ａｎｎａｇｅ），允许共用
人在其土地上放猪。《拿破仑法典 （法国民法典）》第７１４条规定，“不属于任何人的物件，其
使用权属于大众。警察法规规定此等物件使用的方式。”〔４９〕大众即公众，属于大众的使用权就
是属于公众的使用权，属于公众的使用权必然是具有非排他性的使用权，因为一个人如果能够
排他性使用某物，某物也就不是公众共用物。值得提醒的是，这种公众对公众共用物的使用权
不是我国 《物权法》所规定的具有排他性的物权 （包括所有权或用益物权），即物权中的用益
物权与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使用权。我国法律已有关于公众共用物 （自然
资源）非排他性使用的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２００１年）第２３条规
定，“海域使用权人对不妨害其依法使用海域的非排他性用海活动，不得阻挠。”上述规定实际
上已经承认公众有非排他性用海的权利。
环境资源法学之所以重视和强调公众共用物使用权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作为环境资源法

学理论基础之一的公众 （公民）环境权实际上是一种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在内国法方面，至今
已有５３个国家在宪法中明确了环境权，有６０多个国家在其环境保护法律中明确了环境权。例
如，１９４８通过，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９日第９次全文修改 《大韩民国宪法》第二章 《公民的权利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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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条）；所有权包括 “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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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第３５条规定，“所有公民享有生活在舒适健康环境中的权利，国家和公民应努力保护环
境。”被纳入法国宪法的 《环境宪章》明确规定，“人人都享有在一个平衡和不妨害健康的环境
里生活的权利”，“人人都负有义务参与环境的维护和改善”。前法国总统希拉克认为，法国政
府内阁会议通过的 《环境宪章》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它将环境权奉为至高无上，使环
境权取得了与１８７９年通过的政治和民事权利以及１９４６年通过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同等的法律地
位〔５０〕；宪章打开了通向 “一场真正革命的道路，即人道的生态的道路”。在国际法方面，不少
国际环境条约和法律政策文件均有关于环境权的规定。例如：１９９８年６月２５日，３５个来自欧
洲和中亚的国家在丹麦奥胡斯签署了 《在环境领域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司法的公
约》。该公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深入的有关环境权利的公约，是国际上首个确认公众 （包括个
人）环境权、将环境权具体化的最为完善的公约。该公约不仅确认了公众 （包括个人）环境权
的原权性质、基本人权性质，而且确认了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和诉权等三项权利是为了保
障公众环境权的从权，不仅指出公众 （包括个人）环境权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性，而且规定了实
现公众 （包括个人）环境权的主要法律途径和措施。例如，《奥胡斯公约》不仅在其序言中明
确宣布，“确认充分保护环境既是人类福祉的关键，又是享受包括生命权本身在内的各种基本
人权的关键；确认每个人既有权在适合其健康和福祉的环境中生活，又有责任单独和与他人共
同为今世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考虑到公民为了享受上述权利并履行上述责任，在环境问题上
必须能够获得信息，有权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并在此方面承认公民为行使自己的权利可能需
要得到援助”；而且在其具体条文中明确规定，“为促进保护今世后代人人得在适合其健康和福
祉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每个缔约方应按照本公约的规定保障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
决策和诉诸法律的权利”（第一条目标）。《奥胡斯公约》缔约方大会专门制定了 《你享有健康
的环境权：公约的简明指南》，在这个指南中明确肯定了个人环境权。自１９８９年以来，我国有
关环境权的立法已经在某些地方立法和军队立法方面获得局部发展。例如，我国 《宪法》已经
明确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并且环境权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已经被列入了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５１〕。１９８７年的 《吉林市环境保护条例》、１９９０年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环
境保护条例》、２００２年修订的 《福建省环境保护条例》、２００５年修订的 《上海市环境保护条
例》、２００８年的 《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２００９年修订的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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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

关于 《环境宪章》和希拉克总统讲话内容，参见卢苏燕报道：《法通过 〈环境宪章〉草案，拟将环境保护写
入宪法》，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６日人民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ＧＢ／ｈｕａｎｂａｏ／１０７２／１９３７６３４．ｈｔｍｌ；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Ｏｌｉｖｉｅｒ，Ｆｒｅｎｃｈ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ｒｔｅｒ，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５日Ｅａｒｔｈ－
ｂｏｕｎｄ　Ｆａｒｍ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ｂｆａｒｍ．ｃｏｍ／ｎｅｗｓ－ｗｏｒｌｄ／Ｆｒｅｎｃｈ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ｔｍｌ．具体内容参见周训
芳：《环境权论》，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５页。
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０９年４月１３日发布的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
将环境权利列入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之中，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方针，合理开发利用自
然资源，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创造有益于人类生存和持续发展的环境，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
会，保障公众环境权益”；“强化环境法治，维护公众环境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０１２年

６月１１日发布的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强调：“采取积极措施，更有效地保障全体社会成
员的”的 “环境权利”；“加强环境保护，着力解决重金属、饮用水源、大气、土壤、海洋污染等关系民生的
突出环境问题，保障环境权利”，“修改环境保护法。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
公害”。



年修订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环境保护条例》等法规已经明确规定单位和个人的环境权。〔５２〕上
述明确、全面规定公民环境权的法规，对中国环境权的立法和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
如果说，公民环境权过去主要见之于一些地方环境法规、教材和学者的论文中，那么最近

几年的一个重要发展是，公民环境权已经为我国法院等司法部门所采纳，并且已经出现在最高
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有关政策文件中。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法发 （２０１６）１２号 《关于充分
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强调：“依法
保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协调环境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保障人民群众在健康、舒适、优美环
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妥善审理各类环境资源纠纷案件，依法救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人身权、财产权及各项环境权益”。这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认识到三种权利 （即人
身权、财产权及各项环境权益）的区别，以及 “三类诉讼之间的关系”（即地方省级政府提起
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社会组织依法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间的关系）。

２０１６年颁布的 《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明确规定，坚持 “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原则”
（第三条）。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陆浩在做关于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
法草案的说明时指出，“１９８２年通过，１９９４年生效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国际海底区域及
其资源确定为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草案是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家及全人类利益的需要”，
“与其他法律在适用范围上有所不同，草案适用的地域范围为国家管辖以外的国际公海区域，
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管辖的其他海域”。〔５３〕这说明，中国环境资源法保护和调整的利益
范围开始从以排他性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扩大到非排他性的环境生态利益、公众共同享用
利益甚至人类共同利益。
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些法学家的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体系中，特别是在德国一些法教义

学〔５４〕家的权利清单中，财产性资源性权利虽然涵盖各种排他性的产权 （或物权），但公众对公
众共用物的非排他性使用权 （简称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始终没有一席之地。一些研究权利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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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８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有权对污染、破坏环境的
行为进行检举和控告，在直接受到环境污染危害时有权要求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
环境的义务。”《珠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第９条规定：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享受良好环境、参与环境保护、
知悉环境信息、监督环境保护工作、检举和控告破坏环境行为的权利。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防治
污染的义务。”《深圳经济特区环境保护条例》第６０条规定，“单位和个人享有在良好环境中生活、获取环境
信息、参与环境监督管理以及得到环境损害赔偿的权利。单位和个人负有保护环境的义务。”《中国人民解放
军环境保护条例》第６条规定，“军队所有单位和人员都有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都有在符合规定标准的
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权利、对环境质量知情的权利以及获得环境损害补偿的权利，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
的行为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陆浩：关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勘探开发法 （草
案）》的 说 明，中 国 人 大 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ｘｉｎｗｅｎ／ｌｆｇｚ／ｆｌｃａ／２０１５－１１／０６／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９５０６１３．ｈｔｍ，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６日。
法教义学 （Ｊｕｒｉｓｔｉｃｈｅ　Ｄｏｇｍａｔｉｃ）是一门将现行实在法秩序作为坚定信奉而不加怀疑的前提，并以此为出发点
开展体系化与解释工作的规范科学。也有人译为法释义学、法教条学，指固有意义上的法学，其主要活动包
括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描述、对现行有效法律从事法概念体系研究，以及提出解决疑难问题的建议 （规范实
践）。根据罗伯特·阿列克西的总结，法教义学包括三个层面的内涵：（１）对现行有效法律的描述；（２）对
法律之概念、体系的研究；（３）提出解决法律案件的建议。法教义学主要是德国法学界的一个概念，在宽泛
的意义上，可与狭义的法学、实定法学、法律学、法解释学等术语在同一或近似的含义上使用。参见 ［德］
罗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１１页。



论家 （如麦考密克Ｎ．ＭａｃＣｏｍｉｃｋ和垃兹Ｒａｚ）争论说，公共产品 （即公众共用物）不能作为
个人私权利的客体，而环境就是一种公共品。上述观点没有错，因为环境资源法学从来没有说
公众共用物使用权是一种私人权利即私权。但是，接下来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权利关心的
是由个人单独享有产品，而不是简单地作为集体的成员享受混同了的共同利益，这一共同利益
由所有成员按不可区分、不可分配的份额享有。”〔５５〕上述观点错在不承认权利的多种类型，而
仅仅将权利理解为私权。如果将上述认识修改为 “私人权利关心的是由个人单独享有产品，而
不是简单地作为集体的成员享受混同了的共同利益，这一共同利益由所有成员按不可区分、不
可分配的份额享有”是说得通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公众共用物或公众共用财产使用权不是传
统的个人私权利即私权，它既区别于我国 《物权法》中规定的作为排他性物权的所有权和用益
物权，也区别于我国 《物权法》中具有排他性的准物权或使用权。其主要不同在于行使权利的
主体不同，非排他性与排他性的区别，直接使用或间接享用的区别，收费与不收费的区别，经
过许可与无须许可的区别。公众共用物或公众共用财产使用权，是带有 “公”字的权利，是一
种具有公益性的个人权利，但不是由公权力机关代表行使的排他性物权，不是国家对公众共用
物 （包括国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不是政府对公众共用物的行政管理权即公权力，它是公
众中的每一个人可以直接、自由、非排他性享用的权利；它是一种个人权利，但不仅仅是某特
定个人的权利，不是个人独有的或专用的排他性权利，而是一种任何个人与不特定多数人共同
享用的权利；它不是一种某特定个人与特定多数人共享的权利 （如我国 《物权法》中的共有权
或共用权），而是任何个人与不特定多数人共同享用的权利；它不是具有排他性的公有权、公
用权、公权力机关专用权，而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共用权；它不是我国 《物权法》中的共有权，
因为诸如大气、水流、月亮、星星属于大自然而不是属于某个人某群人；它不是一种基于或重
在所有、排他性占有、排他性使用的权利，而是一种重在使用、共用、共享、非排他性使用的
权利。
同理，有些人之所以反对公众 （公民）环境权，也是因为他们一直用私法观念和私权思维

对待不是私权的环境权。例如，对作为环境诉讼权的原权的公众 （公民）环境权，在美国一直
存在争论，环境权反对者的主要理由是公民环境权不是私权。起初，《国家环境政策法》草案
曾经规定，“每个人都有对健康环境的基本的不可剥夺的权利”（ｅａｃｈ　ｐｅｒｓｏｎ　ｈａｓ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ｆｕ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这一使用权利 “ｒｉｇｈｔ”的条款最后被软化为
“国会认为，每个人应该享受健康的环境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ｎｊｏｙ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ｆｕ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同时每个人也有责任参与对环境改善与保护”。一些因环境污染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受害者，
曾以其由 《国家环境政策法》认可的环境权受到侵犯而向法院提起诉讼 （这种诉讼属于私益）；
但 《国家环境政策法》没有其他条款与任何私权明确相关这一事实，使法院得出结论，《国家
环境政策法》没有接受环境诉讼私权 （ａ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因为 《国家环境政策法》没
有规定作为诉讼私权的环境权，原告必须依靠美国 《行政程序法》去满足诉讼资格的要求。由
于美国 《行政程序法》中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基本上属于因私权受到侵犯所提起的私益诉讼，
结果导致不少因环境权提起的诉讼被法院拒绝，造成 “环境权是没有诉讼的权利”和 “环境诉
讼是没有权利的诉讼”的假象。对此，不少美国学者要求立法机关修改美国的 《国家环境政策
法》，明确规定在环境方面的私人诉讼权利 （ａ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ａｃｔｉｏｎ）。笔者认为，之所以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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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现象，是因为提起诉讼的原告或学者没有认清环境权的性质。公众 （公民）环境权是一种
具有非排他性的公众共用物使用权，它不是私权，美国 《国家环境政策法》不可能将公众 （公
民）环境权规定为私权，公民也不能因其环境权受到侵犯而提起私益诉讼，法院更不能受理以
环境权受到侵犯为由而提起的私权诉讼。美国 《国家环境政策法》没有规定作为私权的环境权
和法院拒绝因环境权提起的私益诉讼是对的，但 “环境权是没有诉讼的权利”和 “环境诉讼是
没有权利的诉讼”是对环境权和环境公益诉讼的性质缺乏正确理解而形成的误解，而 “环境权
是不能引起私益诉讼的权利”和 “环境公益诉讼是没有环境私权的诉讼”则是由环境权和环境
公益诉讼的性质得出的正确结论。中国推行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践使人们认识到，环境基本上或
主要是一种公众共用物，公众环境权 （包括个人和单位或公民和社会组织的环境权）是公众享
用清洁适宜的、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的权利，环境权是一种能够引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利。

六、三种损害

有权利就有损害，无权利则无损害。同理，有损害才有权利，无损害就无权利。从某种意
义上可以认为损害是法律规制和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笔者将环境资源法学中的损害归纳为三
种：人身财产损害，即传统的人身财产损害，也是对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损害；通过污染环
境所致人身财产损害，即新型的人身财产损害或传统的环境污染损害，也是通过污染环境而对
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损害；环境生态损害，即不属于人身财产损害 （包括传统的和新型的人
身财产损害）的纯粹的环境生态损害，也是对具有非排他性公众 （公民）环境权的损害。
环境资源法学虽然重视传统的和新型的人身财产损害，但却对纯粹的环境生态损害情有独

钟。所谓环境生态损害是仅指对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资源和生态系统的损害，或者仅指对
作为公众共用物使用权的公众 （公民）环境权的损害，不包括对人身财产的损害或人身财产权
利的损害，又称环境损害或生态损害。我国 《民法通则》、《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
律对人身财产损害 （包括传统的和新型的人身财产损害）有具体规定。在本世纪以前我国环境
资源法律政策规范性文件，主要调整通过污染环境所致的新型的人身财产损害或传统的环境污
染损害，在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以后开始涉及不属于人身财产损害的纯粹的环境生态损害。例
如，我国２０１５年的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明确规定，“本试点方案所称生态
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和植物、
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涉及人身伤
害、个人和集体财产损失要求赔偿的，适用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情形 “不适用本试点方
案”。也就是说，生态环境是不同于我国 《物权法》中规定的物或财产的新型财产，生态环境
损害是不同于我国 《侵权责任法》中规定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害的一种新型损害，我国 《侵权
责任法》仅适用于人身财产损害而不完全适用于新型的生态环境损害，从而明确了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范围、责任主体、索赔主体和损害赔偿解决途径等问题，有利于形成有别于传统民事赔
偿 （即基于人身、财产损害的民事赔偿）的生态环境损害的修复和赔偿制度。
目前有些国家的法律和国际环境条约已有环境生态损害的规定。从国际性的法律文件看，

１９９３年 《罗加诺公约》、１９９８年的 《奥胡斯公约》、２００４年的 《环境责任指令》等国际条约均
强调环境损害。１９９３年６月２１日由欧洲理事会成员国公开签署的 《由危害环境的活动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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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害的民事责任公约》（简称罗加诺公约）〔５６〕。第２条第７款对 “损害”定义如下：“（ａ）死
亡或人身伤害；（ｂ）财产的损失或损害，这里的财产不是指在危险活动地工厂本身或在操作者
控制下所拥有的财产； （ｃ）因环境损伤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所造成的损失或损
害，只要这种环境损伤没有被视为包含在副款 （ａ）或 （Ｂ）（ｓｕｂ－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ａ）ｏｒ（ｂ））意
义上的损害 （ｄａｍａｇｅ），对环境损伤的赔偿应该限于实际采取或将要采取的恢复措施的费用，
不包括因这种环境损伤所造成的利润损失；（ｄ）预防措施的费用以及由预防措施所造成的任何
损失或损害。”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于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０日在布鲁塞尔通过的，《欧洲议会和欧
洲委员会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简称第２００４／３５号 《环境责任指令》）中
的环境损害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是指对保护物种、自然栖息地、水和土地的损害，自然
资源损害也是指对保护物种、自然栖息地、水和土地的损害〔５７〕。也就是说，污染者不但要对
有关人员和财产进行赔偿，还得为遭受污染损害的自然环境进行赔偿。该指令在序言中指出：
“本指令旨在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并不影响到对于在任何相关国际条约规定下所授予的请求
传统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的权利。”还特别强调：“本指令不适用于人身健康损害，私人财产损
害或者任何经济损失，而且也不影响任何涉及这类损害的权利。”该指令的环境损害是不包含
传统损害 （即对人身健康或财产的损害）内容的。《欧盟环境责任指令》附件二规定了环境损
害的修复，它提供了成员国进一步规定修复环境损害的法律框架。在指令的序言以及条文第３
条、第１２条规定中，法律赋予相关自然人和法人向行为人请求环境损害或潜在损害威胁结果
的赔偿请求权以及可以对当局的相关决定、行为或不作为提起复审的请求权。此外，指令鼓励
促进环保的非政府组织采取行动以推进该指令的有效执行。从当代各国环境资源法律看，大都
确认了不同于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环境损害。坚持公法与私法绝对二分、传统上不承认 “不
同于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环境损害”的德国法学界在这个方面的行动相当缓慢，但在大势所
趋之下，也不得不进行了重大改革。例如，德国法律规定，那些通过环境媒质受其他人行为遭
受的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的损害可要求赔偿，主要由１９９０年 《环境责任法》进行规定。
《环境责任法》对因环境污染所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 （即对私法上的环境责任）作了明
确规定〔５８〕。这种民事赔偿责任只限于财产权下的自然资源损害，共用自然资源的损害不在该
法的赔偿范围之内。德国法律还要求环境损害的责任人对环境本身的损害负责，尤其是当这些
环境物质不属于私人财产时。如德国于２００７年制定了 《避免和修复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
（简称 《环境损害法》），构建了涉及责任规范的环境损害的框架，包括水体、土地和自然保护
法中的损害。德国 《环境损害法》共有１３条和３附件，在第２条规定了作为核心概念的 “环
境损害”，对将 “环境损害”直接指向特殊部门做了具体规定，即不是所有的环境损害，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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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Ｔｈｅ　Ｌｕｇａｎｏ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ｉｖｉｌ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Ｄａｍａｇ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该指令正文的第２条明确规定了 “环境损害”的概念：“环境损害指的是对受保护物种和自然栖息地的损害，
此种损害对受保护栖息地或者物种的顺利保育状况的延续或者保持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还对什么是
“水损害”、“土地损害”、“损害”作了具体规定：“水损害是指对有关水体的生态、化学和／或者数量状况和／
或者２０００／６０／ＥＣ指令定义的生态潜力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的损害”；“土地损害是指：任何由于物质、成药、
有机体或微生物直接、间接导入土壤、地表、地下而产生的对人类健康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和危险的土地污
染。”“损害”的定义为：“可测量的自然资源的不利变化或者可能直接、间接出现的可测量的自然资源服务
功能的损伤。”
第１条 【环境影响之设施责任】由附件一列举之设施通过环境影响而致人死亡、损害身体或健康或造成财产
损坏，设备所有人有义务赔偿受害人由此产生的损害。



是明确根据 《联邦自然保护法》第１９条规定的对于种群和自然生活空间 （也即自然栖息地）
的损害 （第１项）、根据 《水平衡管理法》第９０条规定的对水体的损害 （第２项）和根据 《联
邦土地保护法》第２条第３款规定因为影响土地功能造成的土地损害 （第３项）。该法明确了
环境损害是指自然资源 （种群和自然生活空间，水体和土地）的一种直接或间接发生的可以确
定的不利改变或自然资源功能受影响，从而划清了环境法中的环境与民法中 “物”的界限、纯
环境损害与因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界限。２００９年７月３１日修订通过的德国
《水平衡管理法》（简称 ＷＨＧ）共包括１０６条及二个附件，该法第三章第八节 “改变水体之责
任”只包含两个条文，分别为第８９条〔５９〕和第９０条〔６０〕。第８９条之责任，适用于特定个人或特
定多数人；而第９０条之责任适用于非特定人即适用于非特定多数人〔６１〕。第８９条规定的对于
水体改变的民事责任属于严格的危险责任，包括行为责任和设施责任这两种法律责任构成。第

９０条规定水体损害的修复，是德国在转化 《欧盟环境责任指令》中新补充的责任规定〔６２〕。第

９０条第１款规定了水体损害责任人的义务与行政机关的职责；第２款规定了水体损害责任人必
须要依欧盟 《环境责任指令》附件二第１项规定采取必要的修复措施。德国 《水平衡管理法》
中的责任与 《环境责任法》、《环境损害法》及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相互指引和补充，由此构
成整体的水法律责任体系。在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的多瑙河水坝案中，国际法院副院长卫拉
曼特雷法官也已经看到，“匈牙利声称该工程产生或可能产生多种生态损害，包括对河岸动植
物的损害；对鱼类繁殖的损害；对地表水质的损害；富营养化；对地下水系统、农业、林业和
土壤的损害；饮用水涵养地质量的退化和泥沙沉积。”〔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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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水平衡管理法》第８９条 【改变水质之责任】（１）向水体倾倒或排入物质者或以其它方式作用于水体且由此
导致水质不利变化者，有义务赔偿由此对其它人造成的损失。当有多人对水体造成影响，他们作为共同责任
人承担责任。（２）当从作为生产、加工、置放、储存、运输或传输物质的设施中，这种物质除被倾倒或排入
外，进入水体，且由此水质发生不利的变化，设施的经营者有义务赔偿由此对其它人造成的损失。第１款第

２句同样适用。当此损失因不可抗力造成，不产生赔偿义务。
《水平衡管理法》第９０条 【水体损害之修复】１．在环境损害法意义上水体的损害，是指任何一种有着明显
不利影响的损害，这种损害针对 （１）地表水体或沿海近岸水体的生态或化学状况；（２）人工的或明显改变
的地表水体或沿海近岸水体的生态趋势或化学状况；或 （３）地下水的化学和水量状况；对第３１条第２款以
及第４４条或第４７条第２款第１句所适用的不利影响除外。２．根据２００４年４月２１日欧共体议会和理事会
《关于避免和修复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第２００４／３５／ＥＧ号指令》附件ＩＩ第１项 （其通过第２００６／２１／ＥＧ号指令
被修订），当根据 《环境损害法》责任人导致水体受损时，需采取必须的修复措施。３．关于水体损害或其余
侵害和其修复的其它规定不受影响。
根据德国２００７年制定的 《水平衡管理法》第９０条，对于与私人权利侵害不相关的纯环境损害，此种损害可
以依第９０条以及德国 《避免和修复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简称 《环境损害法》）要求污染人承担责任。
该责任需要由职责部门根据 《环境损害法》来监督和命令致因人负担责任，实际上职责部门是代表不特定受
损害人要求致因人对作为共用物的环境予以修复。这种水法上的责任也要依 《环境损害法》中的相关规定，
如 “损害”和 “因果关系”的认定。损害不仅是指水体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变化，也包括功能受影响，而且这
种后果是可以确定的。根据第９０条，对于地表水体、人工地表水体和地下水，其判断因素是有一定的区别
的，这也是依据 《欧盟水框架指令》的规定而来的。
《水平衡管理法》第９０条仅对于 《环境损害法》附件１中所列举的职业活动适用，而不适用于那些其它的职
业活动和私人行为，比如农业面源污染、自家车的油污泄漏、家务活和兴趣爱好活动中导致的一些水体污
染。另外，区别于第８９条，第９０条同样适用于经过许可和批准的取水行为，即水量改变导致的生态不利影
响属于本条中的水体环境损害。
《国际法院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大坝案卫拉曼特雷副院长的个别意见书》，载王曦主编：《国际环境法资
料选编》，民主与建设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３２页。



七、三种诉讼

司法诉讼有各种不同性质和特点的类型，包括对人的诉讼 （如 “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涉
及对特定人的义务、后代人的利益和 “对一切”的义务的诉讼）、对物的诉讼 （如对动物和自
然体的诉讼）、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等。通过长期司法实践形成的是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
事诉讼这三大基本诉讼。由于因环境污染破坏而提起的刑事诉讼即环境资源刑事诉讼，通常由
刑法典具体规范，而环境资源法律仅仅是适用刑法典的规定，所以环境资源法律对环境刑事诉
讼涉及很少。因此，环境资源法经常涉及的诉讼主要有三种：因排放污染物而直接损害人身财
产或人身财产权利而提起的诉讼，即传统的或典型的私权诉讼；因环境污染破坏而导致人身财
产损害或人身财产权利损害而提起的诉讼，即因环境污染破坏而引起的新型私权诉讼；因纯环
境资源生态损害或公众 （公民）环境权的损害而提起的诉讼，即新型的环境资源公益诉讼。同
一个环境污染破坏事件或行为，既可能直接损害人身财产或人身财产权，也可能通过污染破坏
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资源而间接地损害人身财产或人身财产权，还可能没有造成人身财产损
害而仅仅损害环境资源，当然也可能构成环境资源犯罪。
环境资源法虽然涉及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这三大基本诉讼和上述三种诉讼，但

最能体现环境资源法特色的却是新型的环境资源公益诉讼。必须指出的是，传统的诉讼基本上
属于私益诉讼或私权诉讼，环境公益诉讼既不是传统的、经典的行政诉讼，也不是传统的、经
典的私益诉讼，而是基于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资源生态和作为公众共用物使用权的环境权被
侵害 （或侵犯），而由公众提起的诉讼。另外，环境诉讼不仅是处理 “当事人之间”或 “缔约
方”之间的诉讼，在国内法中也是处理 “环境公共利益”的诉讼，在国际法中还是处理 “对一
切”义务的诉讼。
传统的诉讼和纠纷处理中的当事方都是人，传统的诉讼是对人的诉讼，仅涉及对特定人的

义务；传统的诉讼法主要处理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主要适用 “当事人之间”的、以个
体公平和程序合法为基础的法律规则，主要对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进行权衡。但是，在有关
严重环境损害或环境危险的环境诉讼和环境纠纷处理中，除直接诉讼当事人之外还有其他方面
（如动物、河流等生态系统），除了涉及对特定人的义务外还涉及 “环境公共利益”和 “对一切
“的义务，即在 “当事人之间”司法程序中处理 “环境公共利益”和 “对一切”义务；环境诉
讼并不是处理简单的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是处理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因环境问题而
发生的纠纷，实际上是处理当事人与自然 （环境）之间的纠纷，它除了适用 “当事人之间”
的、以个体公平和程序合法为基础的法律规则并对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的进行权衡外，还要适
用 “对一切”（包括对动物、河流等生态系统）的、 “当事人与自然之间”的、以环境公平和
“环境公共利益”程序正义为基础的法律规则，并对自然体 （包括动物及河流等生态系统）的
权利和义务的进行权衡，需要着眼于更大的人类 （包括子孙后代）的和行星 （地球环境生态）
的福利。然而，不少法学家和法官却忽略了上述区别。但是，国际法院副院长卫拉曼特雷法官
在审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的多瑙河水坝案时却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区别，他在匈牙利和斯洛
伐克之间关于多瑙河水坝案的个别意见书中提出了 “以 ‘当事人之间’的诉讼规则决定 ‘对一
切’义务，合适吗？”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他认为，“必须将涉及 ‘当事人之间’问题的诉讼
与涉及含有 ‘对一切’含义的问题的诉讼区别开来。”他指出，“当在这种当事人之间的争端中
出现一个关于据称违反有关其余世界的权利或义务的问题时，一个重要的概念性问题就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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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６４〕他认为，当法院按照传统的裁决原则、就当事人之间 “作出符合当事人之间的正义和
公平的决定”时，这种决定 “对于含有对一切性质的权利和义务几乎无公正可言———至少在涉
及影响深远的不可逆转的环境损害的案件中是如此。”〔６５〕他强调，“当我们进入这个实行 ‘对
一切’而非 ‘当事人之间’规则的义务领域时，以个体公平和程序合法为基础的规则可能是不
充分的了。当前出现的严重生态问题将呼吁有关此事的思想。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将必然超越在
一个封闭的、与全球人类关切事项无关的个别国家的自我利益的范围里对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
进行权衡的传统模式”；〔６６〕 “我们已进入一个国际法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国际法不仅促进单
个国家的利益，而且超越它们和它们的地方性利益，着眼于更大的人类的和行星的福利。在对
付这种超越诉讼国的个别权利和义务的问题时，国际法的视线需要超出为纯粹的当事人之间的
诉讼而制订的程序规则。”〔６７〕

环境公益诉讼包括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两个方面，其中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 （在美国主要表现为对政府影响环境行为的司法审查和公民诉讼方面）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
的发展较快。法治历史比较悠久的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一直把公民环境诉讼的活跃程度和法院适
用环境法判决案件的多少作为判断环境法实施程度的标志。一些国家从环境立法和司法诉讼实
践这两个方面放宽了对公民提起环境诉讼资格的限制。例如，根据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１９７９年的 《环境计划与评价法》和１９８９年的 《环境犯罪和惩罚法》规定，对于违反本法的，
“任何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颁布救济令或制止违法令，不管该人的权利是否已经
受到或可能受到该违法行为或该违法行为的后果的侵害”；１９９６年公布的 《环境保护行动计划
法案》（一个供公开征求意见的草案），明确规定第三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ｉｅｓ）对违反环境保护法的
行为有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以制止违法行为。在美国和英国的一些环境法律中，也规定任
何人都可以向违反环境法律者提起诉讼。美国环境法的发展史说明，是法院支持通过公民诉讼
来实施国家法律。为了鼓励公民环境诉讼，美国 《清洁水法》规定，起诉人胜诉后，败诉方承
担起诉方花费的全部费用，国家再对其给予奖励；《垃圾法》规定，对环境违法人提起诉讼的
起诉人可得罚金的一部分。
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不仅给环境 ＮＧＯ组织提出了参加和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新任务，

也使环境ＮＧＯ组织找到了参与环境资源生态保护、维护环境公众利益的有效武器和有效途
径。公民环境诉讼解决了环境保护成员关注的许多重要矛盾，避免了许多可能发生的有碍环境
保护发展的问题。特别值得提起的是通过鼓励公民对政府行政机关的违法环境行政行为提起司
法诉讼，不仅不会妨碍行政执法，而且能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行政执法。根据对２千多件联邦
法院判决的调查研究，联邦法院对环保局的政策和行政管理已经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判决可以
产生如下结果：判决改变或撤销环保局的决定或条例，导致环保局改变政策或管理；法院支持
环保局，提高环保局政策和管理的权威；对环保局现行政策和管理没有什么影响或维持原有影
响。〔６８〕一些美国环境保护运动领导人在回顾近几十年环境保护的发展历史时得出结论，最重
要的一个进展是为公民原告提起的环境诉讼打开了法院的大门，通过一系列公民环境诉讼，美
国人民和公民组织获得了法定的诉讼权以及对非正式的机关决定得以司法审查的权利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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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ｇａｉ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６９〕美国最高法院在

１９７１年的 “卡尔沃特·克里夫协调委员会诉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一案中，明确宣布联邦法院
拥有监督行政部门执行环境法规的权力。在 “保护奥佛顿公园的公民诉沃尔伯”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　Ｏｖｅｒｔｏｎ　Ｐａｒｋ　ｖ．Ｖｏｌｐｅ）一案中，最高法院确立：根据行政程序法，非正式的机关行
为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ｃｔｉｏｎｓ）服从司法审查。由于行政机关的不当行为导致牧场持续破坏的

ｔｈｅ　Ｍｏｎｏｎｇａｈｅｌａ　ｃａｓｅ〔７０〕一案中，法院使用１８９７年 《有机物法》的语言，禁止工业伐木活动；
森林服务署被迫请求国会重新起草基本的森林服务职责。这些法院判决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
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环境保护主要靠政府加强环境管理，如果政府自身行为对环境不利而且
没有强有力的监督审查机制，那是搞不好环境保护的；像森林计划、高速公路选址计划等所有
资源管理中的基本活动都是非正式的机关行为，这些政府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影响很大，其行为
不当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只有由公民或公民团体对这些不当政府行为提起行政诉讼，并由
法院这一独立审判机关予以司法审查，才能放心走 “环保靠政府”之路。实践证明，司法审查
实际上是提高行政执法能力的一种很有效的方式。许多迹象表明，加强法院司法、推动公民诉
讼，正在逐步演变成为当代环境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７１〕并对可持续发展进程产生越来越
大的影响 。
在中国，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司法领域和环境资源保护领域出现的最引人注目的一项重大

事件，就是环保法庭的产生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兴起。２０１２年修改的 《民事诉讼法》第５５条规
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
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从此我国正式拉开了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的序幕。自

２０１２年 《民事诉讼法》作出有关公益诉讼的规定后，２０１４年 《环境保护法》、２０１２年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环境资源审判工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意见》、

２０１４年 《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通知》、

２０１５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１５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
决定》、２０１５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２０１５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的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方案》、２０１５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试点工作的
决定》、２０１５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和２０１６
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
保障的意见》等法律政策规范性文件，分别对开展环境公益诉讼、推动环境司法专门化作了具
体规定，奠定了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基础和法律依据。其中２０１５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２０１５年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改革试点
方案》和２０１５年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对环境公益诉讼进行了具体
规定。２０１６年 《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提供司法服务和
保障的意见》强调，“试点地方省级政府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不影响社会组织依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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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也不影响人身和财产权利受到损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提起私益
诉讼。准确界定基于同一侵权行为发生的三类诉讼之间的关系，做好诉讼请求、事实认定、责
任承担以及判决执行等方面的协调、对接”。这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明确认识到 “三类诉讼”
和 “三类诉讼之间的关系”（即地方省级政府提起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社会组织依法提
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之间的关系），即环境公益诉讼不同于因人身和财产权利受
到损害的私益诉讼。在环境民事诉讼方面，自２０１５年１月新 《环境保护法》施行至２０１６年６
月，全国法院共受理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一审案件９３件。〔７２〕在环境行政公益诉
讼方面，我国也已经取得初步而显著的进展。自２０１５年７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检在１３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提起公益诉讼试点以来，至２０１６年９月，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
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公益案件线索２９８２件，办理公益诉讼案件１７１０件，其中办理诉前程序案件

１６６８件、提起诉讼案件４２件。在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办理的１６６８件诉前程序案件中，行政公益
诉前程序案件１５９１件，有关行政机关回复意见１３４８件 （尚未到一个月回复期的２４３件），行
政机关纠正违法或履行职责１２１４件；民事公益诉前程序案件７７件，相关社会组织依法提起诉
讼１７件。〔７３〕

八、三种法律和三个法学分支学科

如何明确环境资源法律与作为私法的民商法律、作为公法的行政法律的特点和规制重点，
如何明确环境资源法学与以民法学为代表的私法理论、以行政法学为代表的公法理论的特点和
研究重点，是在环境资源法律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环境资源法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学分
支学科的发展历程中，一个具有基础性、关键性的问题。从环境资源保护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
视角出发，笔者主要以物 （或财产）、物权 （或产权）为抓手对如下三种法律和三个法学分支
学科进行概括：民商法和私法理论，以保护和规范私有财产为主，或以保护和规范具有排他性
的私人物权或私人产权为主；行政法和公法理论，以保护和规范公共财产 （包括国家所有财产
和集体所有财产）为主，或以保护和规范具有排他性的国有物权或国有产权为主；环境资源
法，以保护和规范公众共用物 （包括公众共用环境、资源和生态系统）为主，或以保护和规范
具有非排他性的公众共用物使用权 （包括公众环境权、公众共用自然资源使用权、公众共享生
态功能权）为主。
要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体系，必须明确上述三种法律各自调整的重点

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相对于民商法律、行政法律而言，环境资源法律是一个后来
者，或者说它是民商法律、行政法律所忽视或无暇顾及的空白的填补者；相对于以民法学为代
表的私法理论、以行政法学代表的公法理论，环境资源法学也是一个后来者，或者说它是民法
学、行政法学所忽视或无暇顾及的空白的填补者。也可以说，环境资源法律处于民商法律、行
政法律的边缘、交叉地带，环境资源法学处于民法学、行政法学的边缘、交叉地带。看不到环
境资源法律和环境资源法学的特点和重点的学者，将环境资源法律或纳入民法学、行政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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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阳：《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载 《法制日报》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８日。罗书臻：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白皮书》，最高人民法院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ｒｔ．ｏｒｇ／ａｒｔｉ－
ｃｌｅ／ｄｅｔａｉｌ／２０１６／０７／ｉｄ／２０４４５２６．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年７月２７日。
《曹建明作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情况中期报告》，中国人大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ｐｃ．ｇｏｖ．ｃｎ／ｎｐｃ／

ｚｘｂｇ／ｌｇｚｘｂｇ／２０１６－１１／０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０１２８２．ｈｔｍ，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５日。



或归于经济法学、社会法学。有人甚至将环境资源法学戏称为流浪者、守护者、革命者。但
是，笔者认为，环境资源法是国家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环境资源法学是法学的一
个分支学科，环境资源法学是一门具有特点和研究重点的交叉、新兴学科。
虽然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和法学涉及宪法、民法、行政法、刑法、经济法和诉讼法等

法律领域，但环境资源法学却一直以其鲜明的特点和重点而著称。这些特点或重点包括：在兼
顾三种人性的基础上，强调人的共利性、共享性和生态性；在兼顾三种法律人模式的基础上，
强调人是具有非排他性的共利者即生态人；在兼顾三种组织的基础上，重视公众和非政府非企
业组织即第三部门 （又称ＮＧＯ’Ｓ）的作用；在兼顾三种物 （或财产）的基础上，突出具有非
排他性的公众共用物 （或资源、财产）；在兼顾三种主义 （思想）的基础上，重视共同享受主
义或共享思想的指导作用；在兼顾三种权利的基础上，重视具有非排他性的公众共用物享用权
（包括公众对公众共用的资源、环境、生态系统、财产的非排他性享用权）和公众环境权；在
兼顾三种损害的基础上，强调环境生态损害或纯粹的环境生态损害，也是对具有非排他性公众
（公民）环境权的损害；在兼顾三种诉讼的基础上，强调因纯环境资源生态损害或公众 （公民）
环境权的损害而提起的诉讼，即新型的环境资源公益诉讼；在兼顾三种关系 （指人与人的关
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强调法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在兼顾三
种调整机制的基础上，强调第三种调整机制或社会调整机制，即重视发挥公众参与、第三部门
等第三只手的作用。例如在法国，从物或财产的角度看，法国民法以保护和调整私有财产为主
（即以具有排他性的私有财产所有权的客体为主），法国行政法以保护和调整国家财产为主 （即
以具有排他性的国家或政府的财产权的客体为主，主要指具有排他性的政府公务财产和国家私
产），法国环境资源法以保护和调整作为公众共用物的环境资源为主 （即以具有非排他性的公
众共用物使用权的客体为主，《法国环境法典》中的 “全国人民的共同财富”、“全民族的共同
财产”和 《法国环境权宪章》中的 “人类共同的财富”基本上类似于公众共用物或公众共用财
产）〔７４〕。推而广之，传统私法 （特别是物权法）中的 “财产”或 “物”主要是指具有排他性的
或特定人专用的特定物、私有物或私有财产；传统公法 （特别是有关财产的行政法）中的 “国
家所有财产”（包括国家私产和国家公产即 “行政公产”）主要是指由国家政府组织作为代表
人 （全民的代表或行使国家所有权的代表）或由行政主体所支配或专用的 “国家私产”和政府
公务财产；而环境资源法中的 “环境”、“自然资源”主要是指无需政府或他人代表而由公众自
由、直接、免费、非排他性使用的公众共用物。这样就从物或财产的角度上明确了民法、行政
法和环境资源生态法的主要内容，划清了三者的界限。要构建生态文明法治基础理论，必须努

·８２·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７４〕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法国法律中的公众共用物或属于国家的财产，在中译文中往往翻译为国家共同财产、国
家财产，而我国 《宪法》、《物权法》等法律中没有国家财产、共同财产的概念，只有公共财产 （包括国家所
有财产和集体所有财产）、国有财产和共有财产 （包括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财产）的概念，无论是国家所有
财产、国有财产和共有财产都属于具有排他性的财产 （即具有排他性的物权的客体），这导致许多人将法国
法律中的国家财产、国家共同财产误认为是国家所有财产 （即具有排他性的国家所有权的客体）。例如，有
人将法国 《城市规划法典》第１１０条中的 “Ｌｅ　ｐａｔｒｉｍｏ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　ｄｅ　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翻译为 “法兰西领土是国家
所有财产”，其实 “Ｌｅ　ｐａｔｒｉｍｏ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　ｄｅ　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是指国家共用财产。另外，法国法律中属于国家的财
产 （Ｌｅ　ｐａｔｒｉｍｏｉｎｅ　ｄｅ　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也不同于我国 《物权法》中国家所有的财产。例如，法国 《环境法典》规
定的 “水是国家共同财产的一部分”（第２１０－１条第１款，１９９２年１月３日法律第１条第１款）、“空间、自
然资源与自然到环境动、植物物种 以及它们参与的生态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属于国家财产”（第１１０－１条，

１９９５年２月２日法律），上述 “国家共同财产”Ｌｅ　ｐａｔｒｉｍｏ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　ｄｅ　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和 “属于国家财产”（Ｌｅ

ｐａｔｒｉｍｏｉｎｅ　ｄｅ　ｌａ　ｎａｔｉｏｎ）也不同于我国 《物权法》中的国家所有财产。



力构建具有特色的环境资源生态法治体系，包括环境资源生态法律体系和环境资源生态法学理
论体系。

九、三种调整机制

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技术科学，都有一个如何处理其面临的事物、关系和矛盾的
问题，由此形成了处理事物的方法或调整关系的机制。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一样，法学
也十分重视调整机制问题。从环境资源保护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出发，笔者将法律调整机
制归结为如下三种主要类型：第一种调整机制即政府命令调整机制，又称政府组织调整机制、
行政调整机制，主要指政府那只 “看得见的手”的运作方式；第二种调整机制即市场调整机
制，又称营利性企业组织调整机制，主要指市场那只 “看不见的手”的运行方式；第三种调整
机制即社会调整机制，又称非政府非营利组织调整机制，主要指不特定多数人 （即社会公众）
的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运动方式。
环境资源法学基于对人类综合生态系统的观察与理解，在综合生态系统方法理论的指导

下，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和环境资源生态法治建设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环境资源生态法中的
综合调整机制。这种综合调整机制的特点，一是注重三种调整机制的综合运用，二是对第三种
调整机制情有独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环境资源生态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综合运用三
种调整机制和治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善治 （ｇｏｏ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理论，特别重视和强调第三种调
整机制；或者说，环境资源法律和环境资源法学在兼顾三种调整机制的基础上，强调第三种调
整机制或社会调整机制的作用，即重视发挥公众参与和非正式规则等 “第三只手”的作用。
第三种调整机制即社会调整机制，也称由公众进行自主性治理所形成的第三只手 （即 “另

一只看不见的手”），主要指通过公众和非政府、非营利组织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Ｎｏｎ－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等第三部门，以社会舆论、社会道德、公众参与等非行政、非市场方式，
以政策、纪律、道德、民俗、乡规民约、软法等非正式规则，进行调整。“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主要指在政府、企业和市场之外存在于公众和社会之中的，由 “公众共用物”的使用者们通过
相互协商 （包括交谈、沟通等）、合作等社会大众行为所形成的，用于解决冲突和执行规则的
自治性、志愿性的管理机制和力量。
治理与善治理论，是有关治理和善治的主张、观念、原则、特点、作用和实施途径的总

称，是有关治理公共事务的道理、方法、逻辑、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的总和。这里
的 “治理”不是环境生态保护技术领域讲的治理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ｒ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也不是指统治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控制 （ｃｏｎｔｒｏｌ）和管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与政府行政管理相比，治理强调非正
式的、非政府的机制，强调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
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治理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持续的互动。
所谓善治，是理想的治理机制。
我们应该采取包括 “政府管理、市场调节、社会调整”这三种调整机制在内的多种调整机

制、综合调整机制，综合运用 “三只手” （即政府那只 “看得见的手”、市场那只 “看不见的
手”和社会公众 “另一只看不见的手 “）去对付 “一只脚”（即污染破坏环境资源、制造两类
公众共用物悲剧的人为活动），形成 “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公众共
用物综合治理 （善治）机制，促进环境资源法治建设和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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